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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生意義是其中一項能夠保障個人健康的因應資源。然
而，現時只有甚少的研究是探討人生意義對香港華人長者生活
質素的影響。本研究的目的是檢視香港華人長者活動功能能
力、人生意義、社會支援及生活質素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
問卷調查的方式一次性收集了 673份社區長者所回答的資料，
並採用了老年人的生活質素量表、羅頓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能力量表、陸斌社會網絡量表及人生意義問卷等指標來反映
各種情況。樣本包含 45%的男性及 55%的女性，被訪者的平
均年齡為 72.24歲。層序式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的結果證實了生活質素與活動能力缺失（ t=-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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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擁有人生意義（t=7.762, p<.001）、家庭支援（t=4.336, 
p<.001）、朋輩支援（t=5.560, p<.001） 及其他人的支援（t=4.946, 
p<.001）有顯著關係。但是，生活質素與尋找人生意義無關 
（ t=1.243, p=.215）。擁有人生意義及來自家庭、朋輩及其他人
士的支援能夠減輕由於活動功能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上
的資源可說是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出現健康問題及活動功能
能力衰退的華人長者，可以學習如何有目的及有意義地生活，
發展新的人生意義，並積極地尋求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區支援來
強化他們的生活質素。

關鍵詞 

人生意義、生活質素、社區長者、社會支援、活動功能能力

Abstract

Meaning in life is one of the coping resources and a predictor of well-being.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meaning in lif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of Hong Kong Chinese elders. This study aim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unctional ability, meaning in life, social support and 
QOL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Chinese elders in Hong Kong.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cross-sectional data via street interviews from 
673 community-dwelling Chinese elders. QOL was measured by the Older 
People’s QOL Questionnaire, whereas other variables were measured by the 
Lawton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and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The sample comprised 45% males 
and 55% females, and the average age of participants was 72.24. Results of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e hypotheses that QOL was 
related with functional disabilities (t = -3.374, p = 0.001), presence of meaning 
(t = 7.762, p < 0.001), family support (t = 4.336, p < 0.001), peer suppor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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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0, p < 0.001) and support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t = 4.946, p < 0.001). 
However, QOL was not related with search for meaning (t = 1.243, p = 0.215).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upport from family, peer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itiga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from declining 
functional abilities. Chinese elders facing deterioration in health and activity 
levels can learn to live intentionally and purposefully to enhance QOL, 
consequently developing new sources of meaning and proactively seeking 
formal and informal support in the community.

Keywords 

Community-dwelling elders, Functional ability, Meaning in lif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support  

一　引言

擁有人生目標及意義是維繫生活質素的重要一環
（Sarvimaki & Stenbock-Hult, 2000）。人生意義主要由尋找人生
意義及擁有人生意義兩個方面所組成（Thomas, Burton, Griffin, 
& Fitzpatrick, 2010）。前者意指個人投入尋找人生意義的程
度，而後者意指個人感到自己的人生重要及有意義的程度。一
般而言，當個人感到人生有意義並訂立了人生目標，及計劃傾
向擁有更佳的健康（Shek, 1992）時，便感到人生有意義。擁
有豐富人生意義的人，有時能夠看到自己在面對逆境時有所成
長，心理更為健康（Krause, 2007）。因此，人生意義是其中一
項因應資源。那麼，人生意義在香港華人社會是否有相同的作
用呢？

受集體主義文化影響的亞洲社會強調和諧，或許會使人
生意義對個人健康產生不同的影響。有研究發現在日本尋找
人生意義與擁有人生意義有正面的關係，而在美國尋找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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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與擁有人生意義有負面的關係（Thomas, Burton, Griffin, & 
Fitzpatrick, 2010）。強調集體主義的文化重視個人投入自我改
進，因而認可個人積極尋找人生意義。在這種文化的教化之
下，對個人來說，期望擁有及尋找人生意義或會並存。因此，
在強調集體主義文化的社會，尋找人生意義與擁有人生意義對
個人的心理健康都會同樣帶來正面影響。在韓國，人生意義
對提升社區長者（community-dwelling elders）的心理健康扮演
一個重要的角色（ Ju, Shin, Kim, Hyun, & Park, 2013）；人生意
義對於樂觀感與主觀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有半調解作用。而
一項關於香港華人中學生的研究指出，人生意義與焦慮、抑鬱
及心理障礙等心理健康元素有關（Shek, 1992）。在華人文化
當中，豐富的人生意義與針對自我的責任感及針對他人不為報
酬地去服務社會以及他人的責任心有關（Zhang, Shan, & Jiang, 
2014）。人生意義對於個人有正面的影響，然而，活動功能障
礙往往侵蝕了長者的人生意義，因為能力的衰退會使他們認為
自己並不能跟往昔一樣履行自己的職責。香港的華人社區亦同
樣受着集體主義文化所影響，本研究將討論人生意義對於香港
社區華人長者是否有着相同正面的影響。 

人生意義是一項保障居住在療養院的長者身心健康的重要
的因應資源（Haugan, 2014），尋找及重新建立人生意義對於長
者在人生最後階段強調達致圓滿人生甚為重要。帶着重大遺憾
及不能夠達到圓滿人生的長者傾向絕望，而有意義的生活可以
幫助在生命最後階段的長者應對充滿壓力的生活經歷、面對疾
病及減低對死亡的焦慮（Thomas, Burton, Griffin, & Fitzpatrick, 
2010）。感到強烈的人生意義能夠彌補由於例如失去伴侶所
引起的終生傷害，從而降低長者誘發抑鬱的機會（Krause, 
2007）；同時人生意義可以增強長者對未來的樂觀感（ Ju, Shin, 
Kim, Hyun, & Park, 2013）。以上都顯示出人生意義對強化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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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健康很重要。
人生意義似乎對華人長者同樣地有着正面的作用。傳統

華人價值強調知足常樂及順其自然的理念，與以正面的意義來
理解生老病死的觀念一致（Zhang, Shan, & Jiang, 2004）。有香
港的研究發現，感到生活有價值可以預示華人晚期癌症病人的
生活質素（Lau, Mok, Lai, & Chung, 2013）。保持人生意義對於
來自終生傷害所造成的壓力及身體功能缺失對個人健康所產生
的負面影響有着緩衝作用。可是，以往的研究只針對個別背景
的華人長者，例如年長的病人、中風康復者及療養院居民。因
此，本研究旨在探討人生意義對於香港一般社區華人長者在面
對活動功能能力下降時的正面影響。

二　生活活動功能與生活質素

生活活動功能衰退是普遍在老年時期出現的狀況，於社
區居住的 60歲以上的香港華人長者當中，約有 6.9%出現生
活活動功能障礙的問題（政府統計處，2009），日常活動功能
能力是其中一項可預測長者的生活質素及生活滿足感的因素
（Koren & Lowenstein, 2008）。活動能力及身體機能下降與長
者的生活質素降低有關（Brovold, Skelton, Sylliaas, Mowe, & 
Bergland, 2014），活動能力下降會減低關於運動方面的自我效
能感及對身體狀況相關的自我價值，從而阻礙生活滿足感的發
展（Phillips, Wójcicki, & McAuley, 2013）。與西方的研究一致，
本地華人長者的活動功能能力與生活質素及生活滿足感有關
（Chou & Chi, 1999; Lau, Mok, Lai, & Chung, 2013）。華人長者
與西方社會居民一樣，他們對生活質素有同樣的理解；擁有良
好的健康及有能力在家以外與別人交往及參與社區活動，是構
成生活質素的一項重要因素（Lau, Chi, & McKenna, 1998）。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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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些因素都與長者的活動能力有關。因此，本研究預計擁有
較多活動功能障礙的香港華人長者傾向生活質素較低。 

三　生活活動功能與人生意義

活動功能及社會網絡可預測個人對人生意義及目標的感
覺（Sarvimaki & Stenbock-Hult, 2000），日常生活活動的自主程
度與人生意義有正面的關係（Koren & Lowenstein, 2008）。維
持生理功能及持續參與社會活動是成功面對老齡化的重要元素
（Dwyer, Nordenfelt, Ternestedt, 2008），個人感到苦難是減低人
生意義的主要決定因素（Koren & Lowenstein, 2008）。相反，
當個人責任可以維持或在生命中達成一些目標時，人生意義才
會實現（ Jafary, Farahbakhsh, Shafiabadi, & Delavar, 2011）。而
個人不能執行或遵照重要的社會角色期望，會侵蝕人生意義的
感覺（Krause, 2007）。當執行角色出現問題時，長者會感到自
己的行動不能夠配合社會秩序，從而迫使他們認為自己難以達
成生活目標。在華人文化當中，活動功能缺失與個人尊嚴有關
（Lau, Mok, Lai, & Chung, 2013），華人文化價值強調個人對家
庭的貢獻，而強烈的職業道德使華人不願意依賴家庭，變成他
人負擔（Kim, Warren, Madill, & Hadley, 1999）。但是，一旦缺
乏自主的活動能力便阻礙了長者參與有意義的活動，進一步導
致他們懷疑自己的價值，從而感到苦難。本研究預期人生意義
可以調解生活活動功能能力對生活質素的影響。 

四　社會支援、人生意義與生活質素

社會支援對於長者很重要，尤其是那些面對長期病患的
長者；而心理支援及社會支援的質量對中風康復者也有益處
（Ahlsio, Britton, Murray, & Theorell, 1984; Kim, Warren, Mad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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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ley, 1999）。與其他西方的研究一致，社會網絡、家人支
援、社會支援的質量與香港華人長者的生活滿足感有關（Chou 
& Chi, 1999），感受到來自子女的支援是決定香港獨居華人長
者生活質素的一個因素（Lee, 2005）。另外，社會支援可減輕
孤獨感，從而改善華人長者的生活質素（Liu & Guo, 2007）。

社會支援亦與人生意義有關。有研究發現，人生意義是
一項能預測華人中風康復者主觀健康的因子，亦是一項能調解
生理功能與主觀健康之間的關係的中介因子（Shao, Zhang, Lin, 
Shen, & Li, 2014）。維持社會關係可形成人生意義，並且是生
活力量的來源（Koren & Lowenstein, 2008）。社會支援是病人
人生意義感受的來源，感受到被愛及關心，能強化病人對人生
意義的感覺。與家人、朋友及其他重要人士保持聯繫，能強化
病人的生存意願及促進他們的人生目標（Sarvimaki & Stenbock-
Hult, 2000）。社會支援對人生意義的功能，亦適用於長者；而
情緒支援可幫助長者重塑生活的意義（Krause, 2007）。要成功
地恢復執行社會角色，長者往往依賴其他人的幫助。家人及親
密朋友可以提醒長者以往的成就，及重建他們對個人身份的感
知。這些重要他人可以透過協助長者把活動能力衰退看成為人
生必須經歷的一個部分，以及把老年遇到的困難當成是個人成
長的必經階段來幫助長者尋找新的人生目標（Krause, 2007）。
以上的研究結果預示人生意義是社會支援與生活質素之間的中
介因子。  

五　香港華人長者的生活質素

長者生活質素一直都是本地學者所關注的議題。最近，
一份本地研究指出，香港長者的生活質素於全球 97個國家及
地區中排行 19，而在收入保障及個人能力等兩個領域，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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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排第 61位及第 40位（CUHK Jockey Club Institute of Ageing, 
2017）。至於在貧窮率及心理健康兩項指標上，香港長者的狀
況只分別排 94位及 79位。由此可見，本地長者的生活質素處
於一個較低的水平。一些本地研究旨在建立有關量度特定長者
群組生活質素的指標（香港盲人輔導會、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
研究中心， 2009）。此外，亦有研究發現活動功能能力、人際
關係與物質生活，是反映生活質素的重要因子（Cheng, Chan, 
& Phillips, 2004）。另一些香港研究所探討的範圍，主要是環
繞影響長者生活質素的原因。與以往的西方研究結果一致，
年齡、經濟壓力、教育程度、身體機能狀況及社會支援等因
素，可以預測長者的生活滿足感（Chou & Chi, 1999）。較近
期的研究指出，住院日子、年齡、生活滿足感、自尊感及心理
健康狀況是影響長者生活質素的重要因素（Lee, 2005）。其他的
學者亦提出參與持續學習（Tam, 2011）、保持優質的睡眠質素
（Lo & Lee, 2012）、使用社區中心及家居照顧服務（Cheung et al., 

2005），及在良好的居住環境及設施中生活等（Zhao & Chung, 
2017），可促進本地長者的生活質素。以上的研究指出，一些外
在環境因素及個人或家庭背景，對本地長者的生活質素有正面
影響，然而，他們未能以正向心理的角度出發，針對個人內在
的性格及感受對生活質素的影響作出深入的探討。本文希望闡
釋人生意義與生活質素的關係，從而提出如何從個人的層面，
利用正向心理的觀點協助香港華人長者提升主觀的生活質素。

根據以上關於長者活動功能能力、人生意義及生活質素的
研究結果，本研究制定了以下兩項假設： 
1.  長者的活動功能能力、人生意義及社會支援與生活質素有
關。

2.  活動功能能力透過人生意義及社會支援間接影響長者生活
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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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方法論 

1  研究參與者的狀況

長者的定義並沒有一致的準則，據香港政府最近的資料顯
示，他們將長者界定為 65歲或以上的人士。本研究則採納聯
合國的定義，以 60歲或以上的長者為調查對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研究採用問卷調查形式，於 2014年 11
月至 2015年 2月期間，由學生研究助理在全港數個區域，例
如深水埗、黃大仙、屯門、觀塘、柴灣及葵涌等居民經常往來
的街道，以偶遇的方式邀請經過的當地居民接受街頭訪問。問
卷分為四個部分，加上個人背景資料，訪問為時約 20分鐘。
是次調查總共訪問了 673位 60歲或以上、非居於院舍的本地
居民的狀況。被訪者當中 44.5%是男性，而 55.5%是女性。
被訪者平均年齡為 74.2歲，60至 69歲的佔 30.6%，70至 79
歲的佔 38.6%，而 80歲或以上的佔 30.8%。被訪者中 64.3%
已婚，喪偶的佔 25.4%，而單身的只有約 5%。另外，獨居的
被訪者則超過四分之一，佔 27.4%。被訪者當中，43.9%只有
小學或以下的教育程度，初中教育程度的佔 31.8%，而達高中
教育程度的佔 15.6%，大專或以上的佔 8.8%。

2  量度工具

研究員採用了羅頓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量表（Lawton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陸斌社會網絡量
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人生意義問卷、老年人的
生活質素量表等指標來搜集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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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活活動功能缺失

被訪者的生活功能缺失以八個項目的羅頓工具性日常生活
功能量表來反映 （ IADL, Lawton & Brody, 1969）。當其中一項
日常生活活動，例如準備食物及處理家務，不能獨自進行時，
便視為一種缺失。量表所得的總分介乎 0至 8，分數越高代表
功能缺失越大。指標的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達到
非常高的水平，所計算的克龍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α）
為 0.824。

2.2 社會支援

本研究以陸斌社會網絡量表（LSNS）來反映被訪者的社
會支援狀況（Lubben & Gironda, 2004）。此量表總共由三個次
量表所組成，而每個次量表包含三個項目。三個次量表及其包
含的項目的例子分別是：家庭支援（例子：「你有多少個不同
住，但至少一個月見面或溝通一次的家人／親戚」）、朋輩支援
（例子：「你有多少個至少一個月見面或溝通一次的朋友」），
及其他人支援（例子：「當需要作出一些重要的決定時，你是
否有人可以傾訴」）。每個次量表的分數越高代表該項支援越
多。各次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達到一般高的水平，所計算的克龍
巴赫系數介乎 0.704至 0.797之間。

2.3 人生意義

本研究以人生意義問卷來反映被訪者的人生意義（MLQ,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此量表總共由兩個次量
表所組成，而每個次量表包含五個項目，分數介乎 5至 35。
兩個次量表及其包含的項目的例子分別是：擁有人生意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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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明白我生命的意義」）及尋找人生意義（例子：「我正
在尋找生命的意義」）。兩個人生意義問卷的次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達到高的水平，尋找人生意義次量表所計算的克龍巴赫系
數為 0. 905，而擁有人生意義的克龍巴赫系數為 0. 853。

2.4  生活質素

被訪者的生活質素是由老年人的生活質素量表所量度
（OPQOL, Bowling, 2009）。原版的量表由八個方面所組成，合
共 35個項目。本研究採用了當中生活滿意程度、人際關係及
心理和情感等三個方面的 13個項目，分數介乎 13至 65。各
項目的例子包括：「我經常感到快樂」、「我喜歡與人交流和聯
繫」及「我認為生命不是必然的，我會盡力活到最好」等句子。
指標的內部一致性達到極高的水平，所計算的克龍巴赫系數為
0.904。

3  資料分析策略

上述四個指標中，生活質素是本研究的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而其餘三個指標（生活活動功能缺失、社會支援及
人生意義）為預測變項。研究員首先進行描述性分析，然後以
皮爾遜相關（Pearson’s r）分析各預測變項（predictor variable）
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另外，層序式的迴歸分析會用來測試各
預測變項對生活質素的影響。最後，會使用 Sobel檢定來檢驗
生活活動功能缺失透過社會支援及人生意義對生活質素的間接
影響是否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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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果

表 1顯示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系數。結果證實與預測的一
樣，生活質素與生活活動功能缺失（ r=-.27, p<.001）有負面的
顯著關係，而與家庭支援（ r=.457, p<.01）、朋輩支援（ r=.418, 
p<.001）、其他人支援（r=.557, p<.001）、擁有人生意義（r=.596, 
p<.001）及尋找人生意義（ r=.491, p<.001）等有正面的顯著關
係。其次，生活活動功能缺失與家庭支援（ r=-.081, p=.032）、
朋輩支援（ r=-.185, p<.001）、其他人支援（ r=-.232, p<.001）、
擁有人生意義（ r=-.172, p<.001）及尋找人生意義（ r=-.174, 
p<.001）等都有負面的顯著關係。

表 1 ：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系數

變項 1 2 3 4 5 6 7 平均值 標準偏差

1. 生活質素 - 48.55 7.85

2. 功能缺失 -.27*** - 0.77 1.70

3.擁有人生意義 .60*** -.17*** - 22.67 5.78

4.尋找人生意義 .49*** -.17*** .70*** - 20.66 5.78

5. 家庭支援 .46*** -.08* .35*** .34*** - 6.46 3.63

6.朋友支援 .42*** -.19*** .26*** .22*** .27*** - 6.60 3.95

7.其他人士支援 .56*** -.23*** .47*** .42*** .52*** .36*** - 6.05 3.43

註 : * p < .05; ** p < .01; *** p <.001

本研究採用 Baron and Kenny's（1986）所提出的三個步驟
來檢視活動功能能力缺失，透過社會支援及人生意義對生活質
素的間接影響。於第一步，層序式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
未加入其他變項之前，生活活動功能缺失作為主要的預測變項
與生活質素有顯著關係，生活活動功能缺失越大生活質素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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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68, p<.001, R2=.072）。於第二步，皮爾遜相關的結果
顯示，家庭支援、朋輩支援、其他人支援、擁有的人生意義及
尋找人生意義等各中介變項（ intervening variable）與生活質素
有顯著關係。於第三步，層序式的迴歸分析在加入家庭支援、
朋輩支援、其他人支援、擁有的人生意義及尋找人生意義等
各中介變項後，生活活動功能缺失對生活質素的影響下降
（β=-.107, p=.001, R2=.520）；但 R2增加了 0.448（p<.001）。
其次，結果顯示，除了尋找人生意義與生活質素並沒有顯
著關係之外（β=-.054, p=.215），家庭支援越高生活質素越
高（β=.158, p<.001）；朋輩支援越高生活質素越高（β=.184, 
p<.001）；其他人支援越高生活質素越高（β=.197, p<.001）；
以及擁有人生意義越高生活質素越高（β=.345, p<.001）。當中
以擁有人生意義對生活質素的影響最大。

表 2：複迴歸分析：從功能缺失、人生意義、社會支援推測生活質素 （n=526）

自變項 標準化的迴歸系數 標準誤差

功能缺失 -.268*** .194

R2 .072***

功能缺失 -.107** .146

擁有人生意義 .345*** .060

尋找人生意義 .054 .059

家庭支援 .158*** .079

朋友支援 .184*** .066

其他人士支援 .197*** .091

R2 .520***

R2 轉變 .448***

註 : * p < .05; ** p <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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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l檢驗的結果證明，生活活動功能缺失對生活質素
有間接影響：生活活動功能缺失透過降低長者擁有的人生意
義（ t=-3.671, p<.001）、減少家庭支援（ t=-2.145, p=.032）、減
少朋輩支援（ t=-3.447, p<.001）及減少其他人支援（ t=-3.863, 
p<.001）等四項中介因素來影響生活質素。然而，生活活動功
能缺失並沒有透過影響尋找人生意義來對生活質素有間接影響
（ t=-1.183, p=.237）。 

八　總結及討論

本研究證明生活質素與日常活動功能能力、社會支援及
人生意義有關。這結果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日常活動功能
能力是能預測社區華人長者的生活質素變項的其中一項（Chou 
& Chi, 1999）。而活動能力會影響長者的心理健康，是反映長
者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本研究結果與政府的調查結果相近
（政府統計處，2009），約一成的被訪者自我照顧活動能力缺失
（以下簡稱失能）。隨着長者的比率增加，這些失能的長者數
目將大大增加，整體社會對於長者服務的需求將會持續上升。
有研究指出，即使失能的長者於日後身體狀況有所改善，亦
不能保證他們的心理狀況會跟着提升（Ahlsio, Britton, Murray, 
& Theorell, 1984）。因此，主觀的感受較客觀的生理狀況對個
人的生活質素有更重要的影響（Kim, Warren, Madill, & Hadley, 
1999），而提升長者的人生意義正好有利於維持及促進他們的
生活質素。

本研究補充了香港的研究結果，發現生活活動能力缺失與
家庭支援、朋輩支援、其他人支援及擁有的人生意義有負面關
係，而這些變項則與生活質素有正面的關係。換言之，生活活
動能力的下降會導致各種支援及人生意義減少，從而減低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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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質素。因此，協助生活活動能力下降的長者維繫他們的
社會支援及人生意義對於其心理健康甚為重要。本研究的結果
證實了以往的研究結果所指，社會支援網絡及生命意義對長者
的心理健康有正面幫助（Shao, Zhang, Lin, Shen, & Li, 2014）。
人生意義在本地華人社會似乎與在日本及韓國社會一樣，對
長者的健康能製造出相同的正面效果（ Ju, Shin, Kim, Hyun, & 
Park, 2013; Thomas, Burton, Griffin, & Fitzpatrick, 2010）。對於
生活活動功能能力的下降，能以正面的意義去感受與華人傳統
的價值觀一致。發展出對自己的健康負責的心態及建立服務
社會及他人的責任感是其中一些可豐富長者的人生意義的途
徑（Zhang, Shan, & Jiang, 2014）。人生意義是其中一項有重要
價值的正向心理特徵，擁有人生意義與提升主觀的心理健康及
減少心理症狀有顯著關係（Shek, 1992;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但是，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不一致的是，本研究
發現尋找生命意義與長者的生活質素並無關係。因此，單純協
助華人長者尋求人生意義並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要更
全面地改善身體機能及活動能力逐漸下降所引起的心理健康問
題，長者可以學習有意向及有目的地生活；同時，重新檢視在
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幫助他們發展可用來建立人生意義
的新來源（Park, Malone, Suresh, Bliss, & Rosen, 2008）。要幫助
長者面對老齡化的情況，可以教導他們去學習生活得更有意義
及有目的地積極參與改善自己健康的活動，而避免把活動功能
衰退視為嚴重的缺憾。

作為一項外在因素，社會支援對長者的福祉有很大的幫
助。本研究亦發現，社會支援對長者的生活質素有正面的幫
助。正式的支援例如家居照顧服務，可以改善華人長者的生活
質素（Cheung et al., 2005）。可是不少華人長者都受到傳統觀
念所影響，強調要靠自己，不依賴他人，所以會表示不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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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會服務及尋求服務提供者的幫助。由於長者並不主動提出
服務的需求，所以政府對宣傳社區照顧的支援甚為重要。而
且，應該在社區中加強促進長者的朋輩及鄰居之間的互助互惠
精神。然而，隨着年紀漸大，長者的社會網絡受到不同的因
素影響而日益收窄；退休後的生活使不少長者的日常生活圈子
變得狹窄，加上身體的活動能力下降，他們只會在居所附近活
動，如非必要亦不會離開居所或附近的活動範圍。狹窄的生
活圈子及活動範圍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社會網路。為擴大長者
的社會網絡，長者中心在社區中可以作為樞紐，促進長者之間
的聯繫，亦可幫助他們面對老齡化維持正向意義（Lum et al., 
2016）。透過提供一些服務，例如廉價膳食，長者中心可以藉
此吸引不同長者到中心參與活動，聯繫他們，加深他們互相的
認識，從而促進長者之間的互相支援。當長者感到中心、職員
及其他參與者給他們帶來一種家的感覺時，便願意與他人分享
所遇到的困難及擔憂。同時間亦可以幫助其他有需要的同伴，
互相扶持。

總括而言，本研究有數項限制。用以量度生活質素的指
標只包含了三個方面，而並未能深入地探討生活質素。因此，
一個包含更多方面更全面的量表會較能了解華人長的生活質
素。本研究只採用街頭訪問、以偶遇的方式收集社區長者的狀
況而可能造成樣本的偏誤，日後的研究可以考慮採用較具代表
性的隨機抽樣搜集資料。最後，要檢視生活活動功能、人生意
義及社會支援的轉變，對華人長者的心理健康的影響，必須使
用一項縱貫性的研究。儘管有以上的限制，本研究亦豐富了現
時影響居住於社區的華人長者生活質素的因素的有關知識。結
果證明了人生意義及社會支援，在華人社區可作為個人心理及
集體資源的角色，去舒緩長者因活動功能衰退對生活質素造成
的負面影響。本研究補充了本地研究在探討個人生活感受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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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質素的關係上的不足，引證了正向心理學提出人生意義有利
於促進長者的生活質素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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